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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泰尔伦理共同体重建的前提性批判
———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为坐标
[bookmark: _Toc13675]摘  要：如果要洞察麦金泰尔伦理共同体理论及其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困境，就必须回到共同体主义即社群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源头亦即黑格尔那里去。本文旨在从黑格尔和麦金泰尔对现代性伦理问题之思考的关联性入手，发掘他们对现代性伦理困境的反思、对重建伦理共同体的考察以及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把握这三方面的内在差异，从而揭示麦金泰尔在历史主义方法论上的逻辑混乱与论证断裂，进而揭露麦金泰尔隐藏在历史主义立场之后的实用主义逻辑，最后阐明其伦理共同体理论的真正缺陷所在。
关键词：历史主义 伦理共同体 现代性伦理 

The Prerequisite Criticism of McIntyre 's Ethical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 to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as the coordinates

Abstract: If one wants to make an insight into the plight of McIntyre's ethical community theory and his historicist methodology, one must return to the source of communitarianism and the source of historicism, ie, Hege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McIntyre's thinking on modern ethical issues, to explore their reflection on the ethical dilemma of modernity, and to examine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community and to grasp  three aspects of historicism. The inner discourse reveals the logical chaos and argumentation of McIntyre in his historicist methodology, then exposes the peculiar logic of McIntyre hidden behind the historicist position, and finally expounds the material flaws of his ethical communi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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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160]引言
出于对中国现代性伦理道德转型的思考，笔者转而关注或与之具有内在相关性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伦理道德现状和18世纪时西方现代性伦理道德的转型，并集中考察了麦金泰尔和黑格尔。两人面对的都是现代性伦理问题，但是麦金泰尔面对的是现代性伦理问题暴露无遗的20世纪，黑格尔面对的是在现代性道德转型时期伦理思想准备完成的18世纪。
有趣的是，就对现代性伦理问题的批判而言，麦金泰尔与黑格尔似乎“同途而殊归”。同途之至，在于二者对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形态的“诊断”具有一致性，且批判与反思的理论进路同样具有一致性——即在历史主义的理论进路中指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但是，就在两人拿出各自的具体方案之时，麦金泰尔主张沿着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归传统即回归小共同体主义的德性伦理，与之相反，黑格尔却走向现代即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客观伦理。
笔者进而对比分析二人理论进路即其历史主义考察方式的内在区别。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批判，麦金泰尔基本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目标。但是，麦金泰尔在为复归德性传统展开四条历史脉络的考察过程中，暴露了其坚称的历史主义逻辑上的混乱问题——混淆了事实与逻辑；而在构建伦理共同体社会蓝图时回转亚里士多德主义，又暴露了其坚称的历史主义立场上的“断裂”问题——滑向了相对主义。麦金泰尔进一步的辩护，则完全裸露了其逻辑混乱与论证断裂背后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这才是其本质逻辑，而这又与其坚称的历史主义立场有着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亦即没有摆脱相对主义的问题。反过来看，麦金泰尔复归传统的小共同体主义德性伦理是不具现实可能性的，伦理共同体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中才具潜在现实性，并最终走向客观伦理。
最后，笔者也深知，这些“崭新”的讨论只能是聊以慰己，是自己开启对中国现代性伦理道德转型思考的一种尝试，但却也发自肺腑地希望这对中国现代性伦理道德转型有所启发。所以，文章结语部分又就此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bookmark: _Toc12834]一、前提性批判：对麦金泰尔伦理共同体理论的考察
麦金泰尔的最杰出学术成就《After Virtue》，在国内有两个权威译本，分别是龚群先生的《德性之后》和宋继杰先生的《追寻美德》。正如两个中译本之名，麦金泰尔也有此意[footnoteRef:0]，他的《After Virtue》乃至整个学术体系，就是在运用其坚称的历史主义考察方式去阐释“德性之后”的当代西方伦理道德危机和“追寻美德”的伦理共同体重建构想。而所谓的“德性”抑或“美德”，指的是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 [0:  参见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译者前言第1页。脚注部分：“当人们在问及麦金泰尔本人，你这个书名（即《After Virtue》）是什么意思，他总是明确地告诉人们，他的这个书名具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当代社会是处在传统德性之后的社会，二是追寻德性。或者说追寻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 

[bookmark: _Toc11098]（一）叙事与立场：对麦金泰尔伦理学的当代反思的再分析
在《After Virtue》出版之后，学界对麦金泰尔的褒贬毁誉不一，但主要围绕两大理论叙事展开，即“德性之后”和“追寻美德”。“德性之后”是指现代伦理的叙事，即在对现代性伦理的批判中铺开德性复兴工作；“追寻美德”是指“古典道德”历史叙事，即复归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这也成为现代德性伦理学建构的两大理论基石。 
的确，麦金泰尔对西方现代性伦理困境的洞见和对共同体伦理概念的回溯与建构，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国内外学者对麦金泰尔的肯定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罗纳德·安内特（Ronnald C.Aenett）、墨菲（Mark C. Murphy）、麦克米兰（Peter McMylor）等人认为麦金泰尔洞见了西方现代道德危机的核心问题，并从多角度展开了对麦金泰尔用于现代性批判的概念与思想的阐释，[footnoteRef:1]奥科（Edward T·Oakes）等学者更是认为麦金泰尔的思想对西方现代性伦理困境的破解具有一定效用，并认为麦金泰尔提供了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之间的对话的可能性。[footnoteRef:2]国内的高国希、龚群、万俊人和赵敦华等学者从各自角度也都作出了肯定性评价[footnoteRef:3]。 [1:  参见Mark C. Murphy, Alasdair MacInty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墨菲是以麦金泰尔为书名汇集不同领域学者对麦金泰尔的研究论文，来自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史等方面的学者也基本持肯定态度。又见Peter McMylor, Alasdair MacIntyre.Critic of Modernity,New York: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麦克米兰偏重社会学角度，对麦金泰尔评价很高。]  [2:  参见Edward T·Oakes, The Achievement of Alasdair MacIntyre, published in 1996 in the theological magazine ’First Things’.]  [3:  龚群教授将麦金泰尔的德性论看作是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在语言基础上建构的交往伦理学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在传统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建构的社会正义论三足鼎立的当代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学派；江成华和赵敦华则在介绍当代美国的社会正义理论时，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温和自由主义、诺齐克的超级自由主义和麦金泰尔的非自由主义。
具体参见：龚群：《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历史继承及理论特征》，《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2期，第37—43页；江立成、赵敦华：《当代美国的社会正义理论刍议》，《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第30—36页。] 

“然而，这是两种时间相距甚远而且具有不同意义和内涵的叙事，它们能否及如何整合为一体自在地便是一道难题”，[footnoteRef:4] 麦金泰尔努力使二者连贯相融的理论进路便是其坚称的历史主义考察立场。但是，哪怕仅就两大叙事能否及如何整合一体这一难题一直持续至今的现状而言，麦金泰尔的理论目标也还是没有实现的，并且其反复坚称和维护的历史主义反而受到了最为猛烈的抨击，这些抨击甚至“反扑”麦金泰尔的两大叙事。诸如威廉·K.弗兰克纳等学者认为，麦金泰尔根本没有区分开历史与哲学，其所谓的为道德作合理性论证的现代性努力持续失败的论断是分析哲学式的，而非历史性的。[footnoteRef:5] 而麦金泰尔早就对此进行了回应——先后出版《After Virtue》(1984年第二版）、《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1988）、《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百科全书、谱系学和传统》（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Encylopaedia,Genealogy and Tradition,1990）等著作，可结果却是更为明显地暴露了其坚称的历史主义立场在解决两大叙事能否及如何整合为一体这一难题时出现的问题。又如罗伯特·瓦西布罗特坚定认为，麦金泰尔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尤其表现在麦金泰尔对各种不可通约的美德传统的相容性存在的承认。国内的姚大志教授则在对上述三本著作的“鉴定”中，发掘麦金泰尔历史主义的三个版本，并认定三个版本之间的内在紧张冲击了麦金泰尔的历史主义立场本身。[footnoteRef:6] [4:  黄显中：《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研究的迷失》，哲学动态，2010年第1期。]  [5:  Ohn Horton, Susan Mendus,After MacIntyre: Cambridege Polity Press,1944s.这是1991年在耶鲁大学举行的有关麦金泰尔著作研讨会的结果，后汇编为论文集《麦金泰尔之后》。]  [6:  姚大志：《麦金泰尔的历史主义：三个不同的版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bookmark: _Toc282]麦金泰尔伦理学区别于其他伦理学的核心就在于其坚称的历史主义立场，也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麦金泰尔才以巨大的理论自信和勇气逐步“排除他可能有的辩论盟友”和他们的认知模式。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麦金泰尔本人来说，对其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否定也直接危及其试图复归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的理论目标。因此，两大叙事能否及如何整合为一体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就是对麦金泰尔伦理学的“前提性批判”。
（二）回归合法性：对麦金泰尔伦理学批判的黑格尔理论进路之考察
将以伦理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规范性考察与以历史主义为基础的认知性考察相结合，是麦金泰尔伦理学的着力之处，却也使之在当代学界得到毁誉两重天的评价。那么，换个角度来想，现代性伦理道德转型始于启蒙运动，这也是现代伦理和“古典道德”两大叙事“断裂”之始。将坚称伦理共同体德性传统和历史主义立场的麦金泰尔置于启蒙运动时期，对应的正是伦理共同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鼻祖黑格尔；诸如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断和关于个人与历史传统关系的理论，都深深影响了麦金泰尔伦理学以及桑德尔、泰勒等人的思想。再者，尽管黑格尔被反复批驳，但与麦金泰尔相比，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内在自洽的或者说是能“自圆其说”的，且他最终实现了通过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历史主义方法从而建构伦理共同体的理论目标。至于这一伦理共同体是否是“普鲁士国家哲学”，又或者是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历史主义是否应该回到生产实践领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研究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理论，并对黑格尔伦理哲学进行梳理，或许无论对评价麦金泰尔抑或是探究现代伦理道德危机的缘起，都会有所启示。
麦金泰尔认为，启蒙运动的道德论证是失败的，是缺乏任何公众性、为人们共有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的。其实，早在现代性道德转型的伦理思想准备完成之时，即启蒙运动进入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收尾阶段之时，黑格尔实则作为守候在启蒙运动“黄昏之时”的“密纳发的猫头鹰”，便开始对整个启蒙运动进行反思。[footnoteRef:7]而所谓的“现代性道德转型”，这基本是可以对应麦金泰尔提出的人类社会的道德衰退的第二个阶段，即自启蒙运动至功利主义的道德论证持续失败的三百年；随后，1903年G.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标志着现代伦理学时代的到来。[footnoteRef:8]所以，“现代性道德转型的伦理思想准备完成”阶段基本是可以对应麦金泰尔提出的启蒙运动道德论证的阶段。麦金泰尔认为，这个阶段的伦理统一秩序建构理论的持续失败，伴随着客观的非个人标准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条件的丧失，最终导致了现代伦理困境。 [7:  密纳发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雅典娜，而在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此处笔者取意也是符合黑格尔作喻之义，因为黑格尔认为，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而黑格尔关于启蒙运动的哲思，也正是在启蒙运动进入尾声之时。
具体参见：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6页。]  [8:  现代西方伦理学以摩尔开创的元伦理学的兴起为标志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获得共识。具体参见：
[英]玛丽·沃诺克：《1900年以来的伦理学》，陆晓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页。
[美]路德·宾克莱：《二十世纪伦理学》，孙彤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如果认为麦金泰尔对现代伦理道德现状的看法是富有洞见的，则黑格尔无疑是先见在前，这也恰如哈贝马斯所言“黑格尔虽然不是现代时期第一位哲学家,但却是第一个使现代性成为问题的人。”[footnoteRef:9]而黑格尔关于现代性伦理的理论相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客观精神学说部分，即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因此，恩格斯作出判断，黑格尔的伦理学，就在于他的法哲学。[footnoteRef:10]的确，黑格尔通过基于辩证逻辑的历史主义展开的是一副现代个体的社会生活画卷，以现代个体自我为出发点构建起一整套现代的共同体伦理秩序，在表达最深层次的现代个体自由的同时，敏锐地发现了市民社会的意义，即市民社会也是伦理的一环，力图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原则结合在一起，但市民社会的普遍性仍是有限的，最终应实现伦理性的整体即国家。 [9: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所以，对麦金泰尔伦理学批判的黑格尔理论路径回归，就必须建立在对麦金泰尔和黑格尔伦理学理解的基础上，从黑格尔和麦金泰尔对现代性伦理问题思考的关联性入手，发掘他们在对现代性伦理困境的反思、对伦理共同体重建问题的理解以及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把握这三方面的内在差异，从而展开对麦金泰尔伦理学的“前提性批判”。
[bookmark: _Toc79]二、麦金泰尔和黑格尔对现代性伦理道德问题的反思    
    承前所述，麦金泰尔面对的是现代性伦理问题暴露无遗的20世纪，黑格尔面对的是在现代性道德转型时期伦理思想准备完成的18世纪。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对现代性伦理问题的反思，角度不一，各有侧重。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点：一方面都共同聚焦于情感主义，另一方面也都涉及对唯理性论的批判，具体表现在对康德普遍道德法则的批驳。
[bookmark: _Toc29509]（一）麦金泰尔对现代伦理道德现状的洞见
[bookmark: _Toc13011]1.当代西方伦理道德危机的现状
为说明当代道德生活无序现状的事实，麦金泰尔的论述选择了涉及战争、流产、教育、医疗的三个典型的对立性道德争论，也是道德生活中的渗透到各个阶层而最富代表性的“道德语言和道德现象”。他提出，它们具有三个共同特征：其一在于不可通约性（conceptional imcommensurability）[footnoteRef:11]。尽管各自论争“概念明确，论证清晰，推理符合逻辑”，但是相互对立的前提中所使用的准则或价值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其二，各自论争“都以某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证模式出现”(impersonal rational arguments)，但相应前提、准则和价值概念的选择本质上都只是各自武断的意志表达。而第三个表现是，不同概念的不可通约的前提是有一个历史起源意义上的广泛多样性(a wide variety of historical origins)，这也反过来说明伦理道德世界失去了统一根基的概念流变现状。 [11:  参见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页。脚注部分：“为一数学概念，泛指在通常范围内的某个尺度（如价值、尺寸等），缺乏比较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说，是不能比较的，无共同尺度的。”] 

我们不难发现，第三个特征其实是前两个特征的原因。正是“道德完整实体碎片化”后，那些合乎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的一定准则的概念语言发生流变，广泛地被使用，那些使之具有意义的必要的背景条件又都已丧失，“道德语言和道德现象”的论争既“都以某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证模式出现”，又互相不可通约，自然而然地就呈现出多元无序的状态。
麦金泰尔指出，当代道德论争实质上是情感主义的，是一种去伦理总体性观念后的个体态度与情感的表达，其理论框架完全可以投射到整个20世纪道德理论世界。如属于元伦理学的分析伦理学，即使是与情感主义对立，但其核心仍隐含着情感主义主张。[footnoteRef:12]其“对任何普遍原则的表白”是符合当代现实道德生活中的“道德语言和道德现象”的第二特征，即看似“都以某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证模式出现”；为了隐藏自己主观的第一原则，这又需要夸大逻辑分析的作用，而逻辑纯形式的精致化不过是在自己的准则和价值系统中“概念明确，论证清晰，推理符合逻辑”，强化了与其他理论的“不可通约性”，这是符合当代“道德语言和道德现象”第一特征的。也正是这两个特征的相互强化，使得当代伦理学研究在“武断的意志”的规定下进一步脱离整体性的道德现实。 [12:  秦存越：《追寻美德之路-麦金泰尔对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然而，整体道德世界中多元无序现状却无法被理解。在麦金泰尔看来，盛行着的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似乎各自科学地一无是处，都无法理解整体道德世界的历史：分析哲学是对现存语言的描述，它的方法本质上是描述的；对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来说，意向性的所有结构都将仍然是它们现在的状态。[footnoteRef:13]继而，麦金泰尔又批判“学院化的历史”同样无法理解整体道德世界的历史，因为“学院化的历史”基于价值中立的观点，只是在科学地描述一种道德的连续发生：17世纪的清教主义、18世纪的快乐主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工作伦理......自身教程形式就是道德世界无序化的一种症候。[footnoteRef:14] [13: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4: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7页。] 

[bookmark: _Toc11334]2.当代西方伦理道德危机的现实根由
于是，麦金泰尔逐步“排除了他可能有的辩论盟友”和他们的认知模式，开始以其坚称的历史主义考察方式去“省思”[footnoteRef:15]当代“道德语言和道德现象”。他提出，这种道德无序现状的社会根源是现代自我身份的变迁，包括社会组织化领域的“特性角色”和私人领域的个体自我。 [15:  这里的““省思””的说法来自于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米建国。米建国教授认为，西方的“thinkning”或“reflection”的本义都是源自于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只符合以几何学为代表的科学意义上的“反思”。所以，他从《论语》《大学》等著作中提取出一个新的概念““省思””（英译为Skilful Reflection）进行补充。而麦金泰尔对现代伦理问题的反思，绝不止于科学意义上的反思，更符合““省思””这一概念。
具体参见：“What Is Knowledge？ When Confucius Meets ErnestSosa”“Skilful Reflection as an Epistemic Virtue”《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道德与智德——德性的转向》等。] 

所谓的现代社会组织化生活就是马克思·韦伯的科层制。科层制内在地指向“经济地使资源与目的相匹配”，[footnoteRef:16]外在地催生了大量“特性角色”——“只把目标视为既定的给予物，视为外在于其活动范围的的特殊社会角色”[footnoteRef:17]。所以，“特性角色”自在地对其他个体不尊重，这正是情感主义的人格化体现。因为情感主义诉诸于个人情感意志的标准，“使另一方的情感、态度、偏好和选择与自己的相一致”，“指导自己的不是具有规范合理性的标准，而是关于劝说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概念”[footnoteRef:18]，这实质上是在建立操纵型的社会关系，只把他人主要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已。[footnoteRef:19] [16: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17:  同上，第40页。]  [18:  同上，第34页。]  [19:  同上，第34页。] 

与社会组织化领域的“特性角色”相对的是私人领域的个体自我，同样成为情感主义的人格化体现。一方面，情感主义式自我是一个非实质性的存在，是不具有任何必然内容和必然社会身份的民主化自我，“是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架’”[footnoteRef:20]；另一方面，情感主义式自我是不具有确定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从一种道德行为状态转换到另一种时，不可能具有任何合乎理性的历史”，只是“两种偶然的主观任意性在心中的相遇”。[footnoteRef:21]而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两个特征的相互强化的自我观，逐步瓦解了传统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式的自我观根基。 [20:  Erving Goffman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Anchor Books，1959s，p.253.]  [21: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我们一般认为，现代自我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因为摆脱了近乎天然的强制式的社会束缚。但麦金泰尔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进步，正是这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自我催生情感主义自我观并引起当代道德危机。麦金泰尔也强调，现代自我是也应该是历史的阶段性产物，只是丧失了重要根基的暂时性实存。
[bookmark: _Toc21321]（二）黑格尔对现代性伦理道德转型的先见
麦金泰尔所批判的情感主义，可以在历史性考察中溯源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即黑格尔对唯情感论的拥趸弗里斯的批判。而在黑格尔所处的18世纪，唯情感论以及唯理性论就以多种形态充斥于伦理问题的讨论之中，解构着旧有道德，推倒了古旧的封建社会的共同体伦理，但却没有真正重新建构现实的、统一的伦理秩序。
[bookmark: _Toc12566]1.对启蒙时期唯情感论任性表达的批判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于弗里斯（J.F.Fries）的批驳是最“不客气”的，因为“自诩自封的哲学家的那批肤浅人物的头目”弗里斯的唯情感论是最为黑格尔所不屑的，而唯情感论对应至麦金泰尔批判的对象正是情感主义。[footnoteRef:22]在黑格尔看来，伦理实体化的法与国家都是实现了的理性，不会受偶然性与任性的摆布，只是似乎不像自然界的实现了的理性——即自然界的规律——在自然界自身当中，迫使人们必须按照自然界呈现的形态去认识自然界本身；区别自然界这一特点，伦理世界中的规律是在思维意识之中实现了的理性，人通过思维意识也可以使伦理世界实现自身的理性。但弗里斯却并非如此，虽然他也是在思维意识之内建构，但诉诸的却是“私见和任性的偶然性”，并没有把伦理世界的规律建立在思维与概念的发展的基础上，而是把伦理概念实体化的丰富组织“融解于‘心情、友谊和灵感’”中。[footnoteRef:23]黑格尔认为，弗里斯在感情、心情、直觉建立法和伦理的基础的做法最为不堪，把知识的主观性、偶然性和任性提升为原则，只是表明了自身具有思维的权利。但是，也正是这种充斥于“道德语言和道德现象”的情感主义表达，造成日常伦理生活中无序的无休止的纷争。 [22: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6页。]  [23:  同上，序言第7页。] 

这种日常伦理生活中的唯情感论也蔓延到伦理理论之中。在麦金泰尔的论述中，情感主义式个体情感意志表达的理论框架完全可以投射到整个20世纪伦理理论世界，但在18世纪还只是作为黑格尔眼中的“天真心灵”，滥觞于伦理问题的讨论。黑格尔认为，“‘天真心灵’这种简单态度马上会遭到想象上的困难，那就是怎样从那些无限分歧的意见中区别和发现公认而有效的东西”。[footnoteRef:24]以弗里斯为例，他接受的其实是费希特的道德原则，认为道德的根本义务就是顺从自身的良知，即根据自身的道德信念而行动。[footnoteRef:25]黑格尔指出，这种道德原则破坏了伦理学中客观真理与错误的可能性。一方面，这种道德原则可以通过宣称行动“仅仅是错误”从而减少罪过和邪恶，却消除了真诚和伪善的区分，会进而掏空了善良意志的一切内容，因为即便当意志的意图和洞见与客观上的善完全对立时，也可以称这一意志为善，甚至包括邪恶意志。[footnoteRef:26]另一方面，因为“伦理的客观性就完全消失了”，这种观点不允许我们与谴责我出于良知信念而作出行动的人争执，因为他们的谴责行为分明与他们的信念相一致，并因此双方都正确；同时，这也不会再赋予我尊重他人良知信念以理由，因为不过是“一种卑不足道的和偶然的东西”[footnoteRef:27]。 [24:  同上。]  [25:  [美]伍德（Allen W.Wood）：《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289页。]  [26:  [美]伍德（Allen W.Wood）：《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297-308页。]  [27:  同上。] 

所以，黑格尔断言，情感主义关于伦理概念实体化的丰富组织“融解于‘心情、友谊和灵感’”中的论断是任性的，根据自身的道德信念而行动的个人道德原则是天真的。此时，我们再回想麦金泰尔对情感主义的批判，即将其特征归纳为不可公通约性和“都以某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证模式出现”的论断；又再将之对比启蒙运动时期的唯情感论，不难看出，情感主义在源头上在本质上就是启蒙两大主题即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纠缠着并日益极端化的表现，最后完全沦为伦理问题上个体自由意志的理性表达。在启蒙两大主题的背景下，这的确表现了我们作为理性主体和自由个体的身份，但却也只是表现了这两个身份而已。因而，在对情感主义的批判上两人是一致的：情感主义没有使我们内在的主体性与外部生活协调一致，也没有实现个体与伦理秩序的同一性。
[bookmark: _Toc14435]2.对启蒙时期唯理性论空洞建构的批判
与唯情感论一样的是，唯理性论在源头上在本质上也是启蒙两大主题即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纠缠着并日益极端化的表现；与唯情感论不一样的是，理性主体和自由个体不再极端地寻找“主观真理”，而是开始极端地建构“客观真理”。
在对唯情感论批驳的同时，黑格尔也反对唯理性论的空洞建构，这集中体现在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康德区分了“合于义务”与“出于义务”的行动，认为唯有后者拥有道德价值，也唯有后者才揭示出善良意志；[footnoteRef:28]  同时，纯粹道德动机应该“使自己从一切本能的动机中摆脱出来，如此才能出于义务，而非出于本能而行动”[footnoteRef:29]。也即是说，康德道德律中真正的道德价值即善良意志，只能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自由的自律运用。但是，对于黑格尔来说，意志出于本性就拥有一系列冲动或原始的本能[footnoteRef:30]，而在与这些冲动和本能的关系中，意志也具有一种“纯粹的无规定性”，它不是从本性中而是从自我规定的行动中获得内容的。[footnoteRef:31]道德法则（“普遍东西”）只能以“特殊东西”为中介———以行动者的经验性欲望、冲动和本能为中介———才能获得落实或实现。[footnoteRef:32]我们不要误解黑格尔是想要在心理学意义上拒绝康德道德价值理论（拒绝原因——无论是在现象上，还是本体上——占据核心地位），[footnoteRef:33]因为反而是康德在对道德抽象立法的过程中，去对最具体行为的行为者的内在道德动机进行“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责成的人的善良意志已脱离人本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道德上的“转移地点”或“伪装”[footnoteRef:34]，不需要任何成本。当道德价值被放置于一个隐蔽的本体自我时，实际拥有的自由与自我价值就很可能一无是处。康德在“物自体”的论证时是最重视人的有限性的，但在这之后，似乎就最忽视这一点。 [28: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16页。]  [29:  同上，第16-17页。]  [3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页。]  [31:  同上，第5-7页。]  [32: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622页。]  [33:  Allen W·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S, p.245.]  [34:  Allen W·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S, p.251.] 

而所谓的康德在道德上的“地点转移”，实际上是在彼岸无矛盾地建立神圣道德价值世界，但此岸的人类世界的道德现实就矛盾重重了。这种矛盾重重的表现，不止于是道德现实意义上的理论困境，还是理论建构意义本身上的困境。因为，康德所谓的对自身自由的自律运用，绝非个体情感意志的表达，必须符合《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谓的普遍法则公式。黑格尔认为这是空洞的建构主义，该公式提出的检验标准并未在准则之间作出区分，一切准则在某个角度都能通过该公式的检验，在另一角度上又不能。[footnoteRef:35]而在麦金泰尔对康德普遍道德法则进行“证伪”的过程中，同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麦金泰尔认为，康德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一些无足轻重的非道德准则和不道德的准则，也可以被康德的标准证明得与其真正要确立的准则一样正确。如“虐待所有持虚假宗教信仰者”“三月份的星期天永远吃淡菜”等都可以在不违反矛盾律的前提下被普遍化；但是，黑格尔对康德普遍法则公式的批判中最富价值的论点并非止于此，而是直接与对康德善良意志的批判息息相关，是对康德单一知性逻辑无法面对矛盾而只能隐蔽地自知或不自知地躲避矛盾的批驳，因为除了不矛盾律这一标准之外，康德并没有权利运用一项有具体内容的原理。[footnoteRef:36]黑格尔指出，康德只停留在道德论证层面上，而没有进入伦理生活的探究中，而且在道德论证中把逻辑的不矛盾律作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准则。 [35: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35页。]  [36:  Allen W·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S, p.264.] 

总之，在对现代性伦理问题的批判方面，黑格尔与麦金泰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最直接的表现自然是两人认为启蒙运动时期道德理论论证失败并进行了相似的“证伪”；在选择具体批判对象时，都针对了唯情感论和唯理性论的论断。不过，麦金泰尔选择的狄德罗与休谟只是在论证道德规则时斥诸于欲望和激情，这一点上涉及情感主义，不同于彻底的唯情感论者弗里斯；而麦金泰尔对20世纪情感主义伦理理论世界的批判，则是对完全的伦理情感主义的彻底批判，批判的角度是伦理情感主义不可公通约性和“都以某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证模式出现”的论证方式，黑格尔针对的则是伦理唯情感论的论证内容。而在两人对康德的批判时，麦金泰尔采取的是举反例的论证方式，黑格尔则直接对康德关于道德动机和普遍道德原则的论断进行批判，更深入到了对唯理性论单一的知性逻辑的批判。
[bookmark: _Toc13524]三、同题异向：麦金泰尔和黑格尔重建伦理共同体的双向进路
面对现代性伦理转型和当代伦理困境，如何重新建构现实的、统一的伦理秩序的问题，也就成为麦金泰尔与黑格尔共同面临的问题。相同的是，两人拿出了自己的整体性方案，以社会原则来对抗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体原则，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碎片和分裂；不同的是，二者的重建方案竟至于截然相反，麦金泰尔的“重建”是指在古典伦理共同体解体后重新以某种方式复归古典伦理共同体，黑格尔的“重建”是指在古典伦理共同体解体后重新以某种方式建立起现代伦理共同体。
[bookmark: _Toc27428]（一）复归传统：麦金泰尔重建伦理共同体的理论进路
麦金泰尔通过对西方三百年来道德论证失败的历史主义考察后指出，当代西方道德衰退的根由是历史演变中对西方共同体德性传统的拒斥，即对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的拒斥。就此，麦金泰尔对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展开历史主义考察一幅意境广阔深远的历史主义伦理理论画卷：从对当代道德生活实践中无序现状的“省思”深入到对情感主义的社会性批判，再梳理出从远古到当代的伦理思想的六个阶段，麦金泰尔就勾勒出了从西方共同体德性传统到启蒙运动伦理道德论证时代再到现代伦理道德多元无序现状的整部“伦理学简史”。
而所谓的西方共同体德性传统，就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共同体德性传统。麦金泰尔是从人性、德性、核心德性、实践、共同体、正义和善等概念来阐发，认为亚里士多德目的论德性体系中包括三个部分：（1）“偶然成为的人”；（2）“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3）使前者变为后者的伦理学观念或道德规则。而伦理学就是一门使人懂得如何从前一种状态转化到后一种的学问。这一提法根本区别于“规中无人”的现代伦理学，诉求的不只是某种“道德的理性要求和外在形式”，也重视人本身正当的情感愿望和内在的道德品质，[footnoteRef:37]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继承了苏格拉底以来的道德理智主义，认为核心德性在于理智德性，德性实践必须依靠理智，以符合正义、实现人类本性意义上的善这一追求目标。而在这一点上，也就涉及德性与共同体的关系。正如《高尔吉亚篇》中提及，恶人所缺乏的是共同生活的能力，即一种共同享有共同生活的能力。[footnoteRef:38]因此，善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德性的表现之一是能够享有共同生活。而亚里士多德同样把有利于实现共同体利益的实践看作是有德性的，反之则是作恶。总之，亚里士多德式德性理论的起点与终点都指向共同体生活，重视个体自身的情感愿望和内在道德品质，延续了道德理智主义。 [37:  秦存越：《追寻美德之路-麦金泰尔对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38:  转引自：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页。] 

那么，基于对整部“伦理学简史”的全息性把握，麦金泰尔开始构建伦理共同体社会蓝图。他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遵从启蒙方案，直至尼采和当代的反叛，要么悖逆启蒙方案，遵从西方德性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共同体德性，即从内在品性出发，强调实践、德性，注重个人在共同体社会中的角色位置，实现个体道德生活的统一性。但是麦金泰尔认为，尼采的方案无法解决当代伦理困境，只有悖逆启蒙方案重返西方德性传统才能“克服现代性伦理单面歧向”[footnoteRef:39]。 [39:  万俊人：《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进而，麦金泰尔提出，重返传统构建共同体基础上的统一性德性观念，必须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历史主义方法一方面表现在德性观念要从历史展开过程中寻找，因为每一种德性观念既是历史展开过程的产物又表现了这一过程；另一方面，统一性的德性观念应建立在先在解释的基础上，只有按照有关社会和道德生活特征的某些先在解释，德性才能被界说和理解。所以，只有以这种方式在德性概念的展开过程中提供必要的背景解释，并依靠背景解释，共同体的统一德性观念的复杂的、历史的和多层次的特点才能在过程中全部展开。麦金泰尔构建的共同体统一性德性概念的逻辑发展过程，存在三个连贯递进的阶段。“第一阶段要求一种有关我所谓的“实践”背景解说，第二阶段要求一种关于我已经描述过的个人生活的叙事秩序的背景解说，而第三阶段则要求对‘是什么构成一个道德传统’的问题给予比我迄今为止所作的更为充实的解说。”[footnoteRef:40] [40: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在德性概念的第一阶段中，核心概念是实践，说明的是善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性。为此，麦金泰尔引入了“内在利益”的概念，将个体在实践中所获利益区分为外在利益与内在利益。外在利益的本质是竞争的对象，表现为财产等占有物。正因为外在利益是竞争的结果，个体可能取得的外在利益与实践的关系是偶然的；正因为外在利益是多途径可获得的，甚至于可以通过其他实践形式获得，所以个体可能取得的外在利益与实践的关系也是外在的。内在利益则是在该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中获得的成果的卓越和内心的充实，竞争优胜增进的也是整个相关共同体生活的利益。基于此，麦金泰尔反过来强调：“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法获得这些利益。”也就是说，内在利益与德性相关，外在利益与德性分裂。[footnoteRef:41]在他看来，没有德性，实践只是获得外在利益的“理性的狡计”而已，不可能维持下去。当然，麦金泰尔从未否定外在利益，因为对外在利益的分配使得正义与慷慨具有了意义，这在重建的共同体德性中也是不可缺失的。 [41: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但是，不同共同体生活情景中的践行德性的要求总是部分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这就把对德性的界定引入第二阶段的关于整体性的讨论。“现代性的兴起伴随着道德的变迁与破碎，独特的现代道德判断观点凸显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也都伴随独特的现代自我概念凸显过程中的相应阶段”[footnoteRef:42]，而面对个体生活破碎化的现实，麦金泰尔重释自我概念，以恢复德性概念作为共同体伦理整体性观念具体化的体现。麦金泰尔将自我理解为“叙事性的存在”，“人格同一性”一直体现在个体从生到死的内在历程中，表现为个人生活的统一性，“人生的统一性就是叙事探寻的统一性。”[footnoteRef:43]在“叙事探寻的统一性”的人生过程中，自我既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叙事的客体，一个特殊事件应置于一些叙事的背景条件中，因此个人行为者的历史应当放在人类历史之链中。[footnoteRef:44]而最重要的叙事背景是所处的共同体整体，自我认同和持存也就是在共同体中实现。[footnoteRef:45]而恰是在这一整体性意义上，现代自我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共同体德性传统有了沟通的可能性。因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必须内在地贯穿于人生始终，贯穿于从“偶然成为的人”到“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的持续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德性践行的起点与终点都指向共同体城邦的正义与善。 [42: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205.]  [43:  Ibid, p.219.]  [44:  应奇：《社群主义的自我观———兼评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3期，第59-63页。]  [45:  寇东亮： 《德性优先于权利———对社群主义伦理的一种解释》，《河南社会科学》，13卷，2005期第1期，第114页—116页。] 

由此，麦金泰尔得出了第二阶段的美德定义：“德性被理解为这样一些品质，它们不仅维持着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使我们能够克服在相关的对善的探寻的人生中所遇到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支撑着我们的追求，并为我们提供着不断的自我知识和关于善的知识。”[footnoteRef:46]在德性的第一阶段定义中，麦金泰尔把德性与实践相关联，强调了德性与共同体生活的联系。在德性第二阶段的定义中，麦金泰尔将德性同个人整体生活相关联，强调了德性与终极目的与善的联系，强调了德性与人生探寻的叙事历史性以及德性整体的联系。但是，这两个阶段都还是以个人为出发点，麦金泰尔对德性的探寻尚需第三阶段。 [46: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220.] 

 德性第三阶段的核心概念是传统。麦金泰尔认为，基于个人的德性还是无法避免处于特殊与偶然的情况，只有将之置于传统之中，个人就不只是个体存在，而是其所处的共同体的传统的践行者，个体与共同体就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个体德性的普遍客观性就有可能建立，以重建伦理共同体。德性第三阶段的定义便是：德性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维系个人能够在其中找到他的善作为个体整个生活的善的那种个体生活形式，而且在于维系同时为实践与个体生活提供必要的历史语境的那些传统”[footnoteRef:47]。 [47: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至此，麦金泰尔展开了一个重建共同体德性传统的辩证过程，这一要旨不仅体现在实现实践的各种内在利益所必需的人类合作关系上，还体现在一个人寻求作为他整体生活之善的个体生活形式中，同时还必须体现到实践生活与个人生活提供必要历史背景的那些社会传统上。但是，正如麦金泰尔所述，传统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已经被人为地被割断，历史也已成为碎片，“古典道德”叙事的共同体更是早已瓦解，回归传统何以可能？麦金泰尔给出的答案确实是“明确却又模糊”[footnoteRef:48]的。 [48:  万俊人：《正义为何如此脆弱》，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bookmark: _Toc23861]（二）走向现代：黑格尔重建伦理共同体的理论进路
麦金泰尔伦理共同体的重建，离不开德性传统中人的自我实现这一维度；而他认为，启蒙运动以来伦理学中自我实现这一维度正在丧失，至于现代伦理学中，这一维度就已完全丧失。其实，这一论断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缺失的只是对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统一标准。而人乃至人类的自我性和自我意识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考察方式的全部展开过程，就是黑格尔伦理共同体理论的展开过程，因为黑格尔对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统一标准就是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本身。
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展开过程中，自我概念与自由意志不可分割，这也使得黑格尔伦理共同体理论的出发点便是自由意志。黑格尔认为，伦理理性的基地就是精神的东西，因为其本身就是意志，而意志是自由的，所以伦理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从精神（客观精神）自身中产生、作为第二天性的精神世界。[footnoteRef:49]当然，黑格尔反对从表象得出意志自由的认识方法，开始在社会和历史的意义中将其全部规定性与现实化展开。[footnoteRef:50]黑格尔认为，意志自由有三个展开环节： [49: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导论第12页。]  [50:  同上，16页。] 

（1） 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纯粹自我。这是人从自身每一个规定性中抽离的绝对可能性即绝对自由，仅仅作为毫无规定性的否定的自由，是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主题的极端化表现，具体化为现实形态中激情的空虚的自由。“若停留于纯粹理论，这种自由则是纯沉思的狂热”[footnoteRef:51]，所以黑格尔对唯情感论的弗里斯的批判是最“不客气”的。 [51:  同上，16页。] 

（2） 必然设定自我为特殊的自我有限性或特殊化的绝对环节。这一对抽象自我进行扬弃，只是第一个环节中自在存在的东西的被设定，所以也自在地包含在第一个环节。因此，第一个环节只是一切规定性的抽象、本身并非无规定性，独自存在时不是真正的无限性或具体的普遍性，是自我概念的片面性的一个环节。但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却又始终包含一个本质的规定。
（3）不停留又从特殊化绝对环节中返回自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自我的自我规定。因为第一、二环节属于自由，但并不构成自由的全体。“意志作为实践的态度，一定要走向定在，第一环节中无规定性的意志与第二环节中只停留于规定性的东西一样，都是片面的”。[footnoteRef:52]如果将坚持形而上学单一知性逻辑的唯理性论者置于此，前两个环节的抽象对立只会让把概念变得不可理解，但黑格尔的自我的自我规定在经过在自身中的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中，这也是萨特意义上的“自我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52:  同上，17页。] 

黑格尔认为，这是自在自由的展开过程；在通过活动或某种手段的中介而把主观目的转化为客观性的过程后，自在自由转变为自为自由。在黑格尔辩证逻辑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展开过程中，个体自我概念的展开逐步被“理解为累积性的和集体性的，理解为人类自身为理解其本质、为获得本质得以实现的严格意义上的客观形态”[footnoteRef:53]，从而实现共同体伦理社会各方面规定的追求，这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从个体自我进入家庭这一原始的伦理实体，再从家庭走向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中介走向国家。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而形成的血缘共同体，连接家庭的纽带是“爱”。市民社会把个体从家庭的联系中揪出变为独立的个体，在市民社会三个环节的展开过程中，市民社会具有普遍家庭的性质。同业公会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环节，使得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得以自觉地意识到有一个外在的公共权力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也知道自身的活动是在这种监督之下进行的，而这种基于公共权力所形成的制度“首先可以看成外部的国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随着这种自觉意识的不断加强，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当它现存于意识中，而知道自身是实存的对象时，它才是国家。”[footnoteRef:54] [53:  Allen W·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S, p.31.]  [54: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8页。] 

其中，市民社会是构建现代伦理共同体，解决个人与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关键环节。市民社会含有“三个环节”，它们分别是“需要的体系”、“司法制度”、“警察和同业公会”。“需要的体系”建立全社会不自觉的普遍联系，这也是个体利益需要的一个诉求体系；在“需要的体系”产生后，“司法”的体系必须出现以保障社会物质财产，本质上是普遍性对个体特殊性的保护；于是，个体利益需要更为繁复地交叉，“警察和工业公会”开始来调节个体特殊性之间的冲突。通过市民社会形成、存在、发展的这三个环节，市民社会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footnoteRef:55] [55:  同上，第174页。 ] 

我们发现，与家庭作为直接的自然伦理阶段相比，市民社会最初的权利和义务不是直接同一的，而只是建立在要实现个人福利而迫不得已要履行义务的阶段，亦即权利和义务只停留在形式的统一之上。这种形式的统一，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来说就是“普遍性只是在作为它的形式的特殊性中假象地映现出来”，[footnoteRef:56]也就是说，此时市民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只是一种假象，那么与之相应，此时市民社会中伦理也必然以假象的形式映现，或者说实际上此时市民社会是把直接存在于家庭中的伦理给丧失了。[footnoteRef:57]而在市民社会的三个环节中，需要的体系使特殊性必然要过渡到普遍性，司法的体系使形式的普遍性得到了实现，警察使得特殊性与普遍性通过外部秩序实现了形式的统一，最后同业公会这个带有局限性的整体以内在的方式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具体统一。也就是说，经过市民社会的这三个环节，伦理性的东西作为内在的东西又回到了市民社会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才得以成为伦理发展的现代性阶段。 [56:  同上，第258页。]  [57:  同上，第195页。] 

[bookmark: _Toc16434]四、对麦金泰尔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至此，我们首先对学界关于麦金泰尔伦理学的反思进行了再分析，并聚焦于麦金泰尔两大理论叙事的“断裂”问题；然后，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们回到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启蒙运动时期，提出可以借黑格尔的理论进路作为坐标对麦金泰尔的伦理学进行分析，并论证向黑格尔理论进路回归的合法性；其次，我们将两人对现代性伦理问题的批判进行对比，又重点分析了两人对唯情感论（黑格尔语）或情感主义（麦金泰尔语）以及对康德所谓的普遍道德法则之批判的异同；紧接着，我们又展开了两人截然相反的两种重建共同体的历史过程。最后，我们仍旧可以发现，重建伦理共同体中的两大叙事断裂的问题，在麦金泰尔那里依旧是一个问题。在这一部分，我们开始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理论进路为一坐标，围绕麦金泰尔对两大叙事的断裂的回答，对其历史主义立场与共同体重建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
[bookmark: _Toc17183]（一）麦金泰尔历史主义内在逻辑的黑格尔理论进路批判
所谓的基于辩证逻辑的历史主义考察方式，就是使哲学在能包括经验科学的全部结果并使之系统化的过程中，以一种过程化的方式克服外在的、偶然的和对象化的形式，穿透思维的一切规定，以揭示对象世界的内在本质，并赋予每一规定在过程中以恰当位置。[footnoteRef:58]而黑格尔和麦金泰尔在展开自身历史主义逻辑之前，都相应地批判了同时代的“学院化的历史”（麦金泰尔语）和“纯历史的研究”或“历史法学派”[footnoteRef:59]（黑格尔语）。面对盛极一时的“历史法学派”，黑格尔肯定其“在自身领域中固然都有其功用和价值”，但认为“与哲学考察无关”，因为“基于历史原因的发展不得与出于概念的发展相混淆，而且历史的说明和论证也不得被扩展为具有自在自为地有效性的那种论证的意义”[footnoteRef:60]，这根本区别于黑格尔出于概念自身自在自为的必然性规定所展开的历史过程。所以，黑格尔在这里就直接指出了“历史法学派”的两大问题：一方面混淆了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与概念理性的自在自为的历史展开过程，逻辑是混乱的；另一方面扩展了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内在必然性的论证意义，逻辑是不严谨的；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不可分割的。 [58:  齐艳红：《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历史主义方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A05版。]  [59: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代表了思想发展的主流。历史法学派胡果等人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以此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这与黑格尔在辩证思维的考察方式和实定法理论截然相反，黑格尔就此展开批判。 具体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导论第4—11页。]  [6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页。] 

[bookmark: _Toc28766]1.麦金泰尔历史主义中事实和逻辑的混淆问题
麦金泰尔在伦理哲学领域似乎同样效法“历史法学派”做着近乎“纯历史的研究”，这也使他首先就面临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的第一大批判即逻辑混乱问题。前文提及，通过对整部西方“伦理学简史”的历史主义脉络考察，麦金太尔总结了西方伦理理论的六个阶段，即荷马时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中世纪基督教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的、功利主义时期、当代多元无序时期。其中，虽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与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伦理理论存在对话的可能性，但是各个阶段之间也基本呈现不可公度的紧张关系。那么，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多种德性观念中形成具有统一性的核心德性观念？这其实就是麦金泰尔在对两大叙事进行整合，并坚持其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 第一，他将这些不同阶段且不可公度的伦理理论及德性观念看作是传统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来源于传统的不同发展阶段。质言之，“统一性不存在于德性观念本身之中，而存在于历史之中，每一德性观念既是历史的产物又表现了历史”。[footnoteRef:61]第二，为解释来源于传统的不同发展阶段且不可公度的伦理理论及德性观念，麦金泰尔“把德性观念建立在某种先在解释的基础之上。德性观念依赖于先在的解释，只有按照某些关于社会和道德生活特点的先在解释，德性才能被定义和理解”。[footnoteRef:62] [61:  姚大志：《麦金泰尔的历史主义：三个不同的版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62: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s，第217页. ] 

其中，第一个面向展现了阶段历史的动态性持续过程，第二个面向展现了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的事实性因由，两个特征就共同构成“纯历史的研究”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麦金太尔在《After Virtue》中以历史学家的方式对待哲学问题，因此以四条线索勾勒了整部“伦理学简史”；以哲学家的方式来分析历史，因此通过研究历史来得出某种哲学结论。麦金泰尔越是在表面上地实现了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就越是在实质上地混淆了事实和逻辑，因为哲学逻辑的考察维度是必然性或者真理性，而历史事实的考察维度是偶然性或者现实性。所以，麦金泰尔坚称的历史主义混淆了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与概念理性的自在自为的历史展开过程。
因此，混淆了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与概念理性的自在自为的历史展开过程的问题，就表现在麦金泰尔对整部“伦理学简史”的事实性考察，缺失了哲学逻辑的维度。可是，在18世纪以来为道德作合理性论证的现代性努力持续失败的论断中，他自己又违背了历史事实的维度，并没有从事实性的因由出发进行论证。的确，从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时期狄德罗、休谟到康德再到克尔凯郭尔，再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以来功利主义的论证，再从19世纪以来功利主义的论证到20世纪道德理论向情感主义的衰弱，其实质上不是历史事实的展开过程，而是哲学逻辑的展开过程；威廉·K.弗兰克纳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哲学逻辑的展开过程是分析哲学的（麦金泰尔极为排斥的），而非某种历史的。[footnoteRef:63] [63:  Ohn Horton, Susan Mendus,After MacIntyre: Cambridege Polity Press,1944s.这是1991年在耶鲁大学举行的有关麦金泰尔著作研讨会的结果，后汇编为论文集《麦金泰尔之后》。] 

总之，麦金泰尔坚称的历史主义的内在逻辑是混乱的，混淆了事实性因由的历史展开过程与概念理性的自在自为的历史展开过程，在方法论实质上是杂糅了历史学与分析哲学的方法。
[bookmark: _Toc22904]2.麦金泰尔历史主义展开过程的本质逻辑探究
黑格尔指出，“历史法学派”的第二个问题是扩展了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的内在决定性的论证意义。麦金泰尔坚称的历史主义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存在是致命的。因为如果麦金泰尔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不能扩展，这一论证直接将危及“追寻美德”的伦理共同体重建构想，即对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的复归。
麦金太尔通过整部“伦理学简史”的事实性考察概括出六个伦理理论阶段，并且认为这六种（或五种）德性观念之间是不可公度的[footnoteRef:64]。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 虽然麦金太尔本人明显赞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传统，但是他无法证明这种传统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质言之，一种传统的优越性何在？另外，他无法证明复归这种传统的可能性。的确，麦金泰尔构建的共同体统一性德性概念的逻辑发展过程的三个连贯递进的阶段（“实践”背景解说——个人生活统一性的叙事秩序——传统背景解说），逻辑上“概念明确，论证清晰，推理符合逻辑”，而且还是辩证的；但是，正如其自己论证的20世纪情感主义伦理现状是有其现实根由的，他构建的共同体统一性德性概念的逻辑发展过程并没有逻辑地或历史地破解这一现实根由。因此，无论从哲学的必然性逻辑抑或历史的事实性社会性逻辑出发，哪怕就只在麦金泰尔自己的论证系统内，他也没能回答为何以及如何复归传统，构建共同体统一性德性概念的逻辑发展过程是断裂的。 [64:  麦金泰尔梳理六个阶段德性观念，但其中包含希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而麦金泰尔认为中世纪是一个始终与亚里士多德对话的历史时期，对个体角色的社会结构的强调和对德性实践的的律法的责成，都使得亚里士多德主义共同体德性得以践行。
奥科（Edward T·Oakes）等学者认为麦金泰尔提供了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之间的对话的可能性。在这里俨然把希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两种德性观念看作一种，所以说这六个阶段存在六种（或五种）德性观念。
具体参见Edward T·Oakes, The Achievement of Alasdair MacIntyre, published in 1996 in the theological magazine ’First Things’.] 

可是，这一“断裂”即为何以及如何复归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麦金泰尔必须作出回答，不然其坚称的历史主义就彻底滑向相对主义。麦金太尔认为，如果以抽象的哲学方式来讨论道德问题，那么就会碰到不同道德理论之间的不可公度性问题; 如果我们把道德理论置入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中，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一种道德理论更为优越。为此，麦金太尔便借用物理学的历史: 与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相比，牛顿物理学更为优越，因为它能够解决它们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难题，从而克服了自己局限性。道德哲学也是如此。当一种道德理论面对不同的、与其竞争的和不相容的其他理论时，如果它能够辨别出对手的缺点和局限性，对其缺点和局限性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并且超越了对手的缺点和局限性，那么它就具有优越性。[footnoteRef:65]那么，麦金泰尔近似于以科恩的科学哲学“范式革命”的思维为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共同体德性传统复归提供合理证明，[footnoteRef:66]本质上是用最弱形式的相对主义 （实用主义） 来划清与相对主义的界限。按照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观点，真理等同于理想化的合理证明。那么，麦金泰尔不仅没有与相对主义划清界限，还暴露了在回答为何复归这一问题上的本质逻辑是实用主义真理观。 [65:  Alasdair Mac I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4s, p. 268 － 269, p. 270.]  [66:  具体参见：[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57—482页。
] 

反过来，我们再看麦金泰尔坚称的历史主义，实用主义真理观不止于为衔接这一“断裂”，更是贯穿于整部“伦理学简史”的历史展开过程。甚至于可以说，麦金泰尔坚称的历史主义论证看似逻辑混乱，其实就一种逻辑即实用主义真理观：在论证18世纪以来为道德作合理性论证的现代性努力持续失败的历史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分析哲学，在构建的共同体统一性德性概念的逻辑发展过程的三个连贯递进的阶段（“实践”背景解说——个人生活统一性的叙事秩序——传统背景解说）的历史展开过程中表现为辩证逻辑，在为复归传统提供合理证明的历史展开过程中表现为“范式”革命；“纯历史研究”或是分析哲学，又或是辩证逻辑，还是“范式”革命，都共同辐辏于实用主义的本质逻辑，统一于事实性展开过程中的历史主义，都是服务于复归传统这一根本理论目标。
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也正是盛极一时的“历史法学派”从“纯历史研究”引入的，目的在于为伦理以及伦理实体化的法和国家提供理想化的合理证明。所以，黑格尔批判“历史法学派”扩展了事实性的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内在必然性的论证意义，因为其本身就不符合哲学逻辑的必然性真理性考察维度，更不可能在辩证逻辑的内在必然性论证中展开概念自身，也就是说麦金泰尔坚称的历史主义论证具有合理性，但却不具有必然性。
[bookmark: _Toc21202]（二）麦金泰尔伦理共同体重建的黑格尔理论进路批判
麦金泰尔坚称的历史主义逻辑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真理观，而实用主义的根本指向，在于复归传统德性以破解当代西方伦理困境的现实理论目标。麦金泰尔以实用主义为本质逻辑，在事实性的展开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伦理道德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这一现实问题，这是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一种突破。但是，当他试着解决这一问题时，却是在其坚称的历史主义立场引入辩证逻辑（“实践”背景解说——个人生活统一性的叙事秩序——传统背景解说）进行哲学逻辑的建构，这本身就无法在其系统内部得到解释。因为在黑格尔面对这一问题时，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唯情感论和唯理性论的方式只是完成了现代性伦理道德的转型；在20世纪，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以情感主义即唯情感论的方式充斥在伦理道德生活中，情感主义是当代伦理道德生活现实的本身。所以，麦金泰尔或许也意识到“纯历史研究”的方式无法不尊重这一现实本身，却也无法避免在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对复归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共同体进行事实性的历史主义考察，因为在麦金泰尔的“纯历史研究”中，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以某种社会学为前提。[footnoteRef:67]麦金泰尔也曾指出这一伦理困境，“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很多细节，都以那早已消失的古代城邦的社会关系语境为先决条件，那么如何可能把亚里士多德主义设计为一种可以在没有了城邦的世界中存在的道德呢”？[footnoteRef:68] [67: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68: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 

因此，麦金泰尔在运用辩证逻辑展开的德性概念时，有意先淡化共同体这一背景，而将美德与实践的关系突显出来，最后提出复归德性传统，再反过来强调重建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共同体。在这里，麦金泰尔只是暂时在历史主义立场中运用辩证逻辑的形式，却没有发掘其间内在的必然规定性，因而他所突显的美德与实践的关系，只是外部施加的而非完全内在必然的。于是，他在这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暴露了同一个问题：麦金泰尔的确避开了回答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如何复归传统共同体，但却必须直面如何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复归德性传统的问题。
麦金泰尔暴露的这一问题，通过前文对其伦理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进行“前提性批判”时，其实也被揭示出来了。那么，为何麦金泰尔始终无法突破这一理论困境呢？因为其无法正视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主题本身。的确，启蒙运动的两大主题极端化表现即情感主义是背离共同体伦理道德的，但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却应该被作为现代性伦理共同体重建的理论基点。也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麦金泰尔与黑格尔截然相反，这使得麦金泰尔在提出重建共同体方案时，最后尽管将自身坚称的历史主义辩证逻辑化，也就是说，两人的理论目标与理论进路最后都已经趋向一致时，却只因为理论基点不同，前者复归传统，后者走向现代。麦金泰尔在批判情感主义的现实根由时全盘否定现代自我，就隐藏着传统与现代两大理论叙事的断裂问题，最后麦金泰尔选择从复归传统再过渡到实现城邦式的伦理小共同体，只是将这一问题暴露而已。
麦金泰尔选择的是复归小共同体以全盘否定现代自我，黑格尔选择的则是在展开自由概念的必然逻辑中健全现代自我以建立现代性共同体。麦金泰尔否定的现代自我观是情感主义自我观，这正是黑格尔自由概念的第一个展开环节即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纯粹自我。麦金泰尔采取的是全盘否定，黑格尔选择的是辩证否定。黑格尔同样认为，情感主义自我即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纯粹自我是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主题的极端化表现，具体化到哲学理论就是个体情感意志的理性表达，但这只是自我概念的片面性的一个环节。
在现代个体自我的概念完全展开后，我们将更能理解市民社会是“一种由私人社会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同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特殊利益向普遍利益转化的辩证环节，后者则全然是普遍利益的领域。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展开过程中，黑格尔又展开了对市民社会的辩证否定：“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footnoteRef:69]因此，市民社会应“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黑格尔从伦理精神考察市民社会，因而个人与社会、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相统一于伦理共同体观念实体化的国家。也就是说，与麦金泰尔相比，黑格尔同样是以社会原则来对抗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体原则，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碎片和分裂，但黑格尔是要把个人与社会、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的矛盾包容于自身，既不是像情感主义那样简单地无视共同体的善而从个人自由主义进行理性选择，也不是要复归小共同体而否认现代自我自由个体和理性主体两大身份的方案，而是要扬弃这两者，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重新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 [69: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9页。] 

然而，麦金泰尔认为，基于共同体的原则，个体的善与共同体的善是一致的，个体即使有自由多元的选择和理性意志的考虑，也不妨碍个体行为有终极目的，即遵循内在利益的实践。可是，在现代社会里，实践的履行不再具有德性内涵，因为实践行为所真正实现的不是麦金泰尔意义上的内在利益，而是诸如权力、金钱等外在利益。麦金泰尔只是考察了这一理论进路潜在的逻辑可能性，而没有正视其现实的不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麦金泰尔对实践内涵进行内在利益维度的倡导没有意义，反而这对现代社会来说非常有意义，但是不具有必然性的合理性倡导即使再有意义，也只是倡导而已。因而，德性与实践的关系，只能是麦金泰尔通过复归传统德性以过渡到伦理共同体重建的逻辑基点；由此观之，麦金泰尔的理论努力本质上只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共同体德性的倡导。
[bookmark: _Toc29501]所以，麦金泰尔只是一个德性伦理学家，并未成功建构现代伦理共同体。但是，这不是在否认麦金泰尔现代伦理学德性转向的扛鼎地位，更不是否认德性伦理学已经取得与义务论伦理学、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鼎足地位是因为麦金泰尔等德性伦理学家的努力。[footnoteRef:70]另外，麦金泰尔为复归传统共同体所进行的历史主义考察，尽管杂糅了“纯历史研究”、分析哲学和辩证逻辑，尽管本质逻辑还是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的最弱形式），但是麦金泰尔开创的历史叙事方法和道德传统叙事方法已经成为当代德性伦理学绕不开的研究方法。[footnoteRef:71] [70:  《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型》，即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学术访谈录：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月第18卷第2期．]  [71:  万俊人：《关于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3期。] 









结语
    麦金泰尔和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理论建构，都是以对唯情感论和唯理性论的批判为出发点展开对现代性伦理问题的反思，二者的方法论也都在某种意义上坚持了历史主义立场，但最终两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理论方案。那么，如何去解释这一问题呢？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回到黑格尔法哲学那里寻找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省思”法哲学的坐标原点，即《法哲学原理》中展开的第一个概念，亦即自由意志（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纯粹自我——必然设定自我的特殊化的绝对环节——从特殊化绝对环节中返回自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其中，伦理的唯情感论停留在第一个环节，伦理观念俨然成为纯个体情感意志的理性表达；伦理的唯理性论则在意识到第一个环节的片面性之后，对其进行限定，即进入到第二个环节；但又无法面对前两个环节的抽象对立，只能诉诸空洞的理性建构。麦金泰尔洞见了情感主义对当代西方伦理危机的根本影响，也洞见了唯理性论空洞建构的伦理规范“规中无人”的持续失败论证；但最后选择的却是复归传统以全盘否定自由意志的两个片面环节，这集中表现在其对现代自我观的全盘否定。
现代自我观诞生于启蒙运动，核心是理性主体和自由个体的两个身份，这也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两大主题，即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黑格尔之所以展开自由意志是为了健全现代自我，从而在健全的现代自我观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共同体；麦金泰尔却是在全盘否定现代自我观的基础上，复归希腊古典时代小共同体以规范个体德性。麦金泰尔认为，共同体的善与个体自由并不矛盾。但是，比之麦金泰尔意义上的个体自由，现代的个体自由才得到了完全的发展和明确的承认，也就是说，希腊古典时代小共同体的善与个体自由是本质对立的。黑格尔通过展开意志自由的概念以健全现代自我观，以市民社会为中介实现主体理性的伦理化和个体自由的具体化，才是对共同体的善与个体自由的尊重。
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的确是一种先见的姿态对现代性伦理问题进行了反思，这尤其体现为他的伦理演进就呈现为自由观念的实现过程，但是他的历史主义却面临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对同样的问题，麦金泰尔以实用主义克服之却没有摆脱相对主义，黑格尔则在思维意识中让观念以其先设的本原性克服了现实,使现实统一于观念，却缺乏了对不断演进的历史现实以最厚重的把握。
[bookmark: _Toc11589]但是，其自由观念的实现过程的起点即黑格尔法哲学的坐标原点，亦即健全的现代自我观，却应该在中国的现代性伦理道德转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在中国现代性伦理道德转型的今天，唯情感论、唯理性论和复归古典共同体的声音都同样存在，情感主义更是在现实道德生活中一路“高歌猛进”。笔者认为，无论中国伦理道德转型最终是怎样的，都应该重视黑格尔基于自由意志健全起来的现代自我观和辩证思维：在新伦理道德建构过程中，既要注意到情感主义对伦理总体观念的冲击，也要避免空洞理性建构德性规范时的“规中无人”，还要防止以复归小共同体来全盘否定现代自我观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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